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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孰因孰果?

胡新艳,洪炜杰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　已有研究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证据表明劳动力转移和农地转出两者之间,究竟

孰为因孰为果,在计量处理上对内生性问题也未给予足够关注并有效解决.本文采用广东、
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和气候数据库数据,寻找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工具变量,
从互为因果的两个方向验证分析了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地转出

不会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但劳动力转移显著影响农地转出.在明确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

系作用方向的基础上,采用Probit模型的回归分析表明:在统计意义上,劳动力转移正向显

著促进农地流转,但是从系数值看,劳动力转移比例增加１％,农地转出增加仅为０．２６４％,表
明在经济意义上,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影响程度相对较弱.由此提出,促进我国农地流转

集中及其农业规模经营发展,通过“人动驱动地动”仅是制度安排的一个方面,需匹配其他相

关的政策制度一并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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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农地流转两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具有重要的效率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城镇

化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及其城乡协调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逐步放开,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农业就业人员以年均约１８０万的规模在递减① .
而与劳动力大量流动形成对比反差的是: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相对滞后,我国小规模、细碎化、分散化的

农业经营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１].截至２０１５年我国外出打工人数已达到１．６８亿,而农地流

转率仅为２８．８％[２].由此,“人动”与“地动”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人动”能否驱动“地动”? “地动”
是否反作用于“人动”? 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已有研究并未达成共识.

　　一、文献回顾

　　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农地流转.黄宗智指出,早期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和市场的缺

乏,农村劳动力被锁定或限制在农业生产部门,农地是农户赖以生存和就业的生产资料,他们在有限

的土地上密集地投入劳动,通过过度劳动投入换取总产出的增加[３].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非农就

业机会不断增加,农业劳动力离开土地,形成农地流转的初始原因[４].依此逻辑,农村劳动力市场受

到的限制越少,农村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越高,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就越多;也就是说,非农劳动力

市场越发育,劳动力转移越多,越促进农地流转[５].胡新艳认为,具有务工或务农异质性比较优势的

农村劳动力一旦开始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产生流转农地的意愿[６].以往部分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上

述观点.如 Kung以同村其他村民小组的非农就业情况作为工具变量,研究发现非农劳动力市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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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会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展[７].詹和平等利用江苏省４村１４２个农户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农
户家庭劳动力转移越多,则越可能转出农地[８].冷智花等基于CFPS全国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是农地流转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９].

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钱忠好指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加速并没有带来农

地流转的加速以及农业规模化的同步提升.他认为,已有研究多侧重于从社会分工角度分析,而忽略

家庭成员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家庭内的分工.如果存在家庭内分工,意味着尽管存农户家庭中有劳动

力进行非农就业转移,但仍有劳动力留在农村务农,因此并不一定导致农地流转,更为普遍的情形是

农户经营的兼业化[１０].江淑斌等指出,劳动力转移是否促进农地流转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而

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农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

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农地流转[１１].陈秧分等则认为,劳动

力转移和农地流转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１２].进一步地,洪炜杰等的研究则表明,农户劳动力转移是

否能促进农地流转存在一个门槛值,如果农户劳动力转移比例小于门槛值０．４,则劳动力转移并不会

促进农地流转[１３].
显然,关于劳动力转移是否会促进农地流转,已有研究尚未有定论,而且在计量研究方法的处理

上也是有差异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类研究并没有考虑劳动力转移和农地流转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而是直接进行因果推断,方法上的严谨性不够.另一类研究注意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

转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１４],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加以解决.为解决该内生性问题,已有

研究通常的做法是:寻找劳动转移的工具变量,以临近其他单位(小组、村)平均劳动力转移比例作为

工具变量[７,１５].但是这一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前提假设是同村其他乡劳动力转移情况仅影响到本村劳

动力转移[１６Ｇ１７],而不会影响到本村的农地流转.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条件的满足具有时间阶段性特

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策规定“农地只能在村小组之内流转”[１８],因此,工具变量符合排他性约束的

选择原则.但是随着我国对农地流转对象限制政策的放宽,农地流转半径不断扩大,已不再局限于村组

内部时,就可能导致该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条件得不到满足.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

明: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农户可自行决定将农地流转给外村村民或其他经营主体的比例分别是

６５％、６８％和７９％[１９].
综上,劳动力转移和农地流转之间因果关系的有效分析需要明确两点:其一,需要明确两者之间

是否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为在计量上只要一方显著影响另外一方,在方程中无论哪个变量作为

自变量,系数都会显著,这需要借助工具变量法降低内生性可能造成的偏误.其二,工具变量的有效

性与我国农地政策制度改革的阶段性特征相关,原来有效的工具变量在新的改革发展阶段可能变得

不再有效,需要寻找新的工具变量.基于此,本文采取的分析策略是:
(１)以农地流转为自变量,劳动力转移为因变量,在控制内生性后,观察农地流转的系数,判断农

地流转在剔除劳动力转移的内生影响部分后,外生部分是否会影响劳动力转移.由于农地流转系数

值存在是否显著的两种可能情况,因此,需要进行以下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２)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如果农地流转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农地流转不会影响劳动力转移,可以

直接利用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进行回归,由此明确劳动力转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农地流转.
(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如果农地流转的系数仍然显著,说明在剔除农地流转中劳动力转移对

农地流转影响部分后,农地流转外生部分仍然会影响劳动力流转,那么需要寻找劳动力转移的工具变

量才能无偏估计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实际上,为了结论的严谨性,本文分别为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从互为因

果的两个方向全面分析该问题,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二、数据来源、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两套数据.第一套数据是农户调查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４年底到２０１５年春节期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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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广东、江西两省农户的入户抽样调查;调查范围包括广东省的１５市、江西省的１１市.选择在春

节调查是考虑期间有农民工大量返乡,这有利于对家庭信息、土地信息和非农就业信息的获得,尽量

保证调查信息的准确性;问卷采用访员入户的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共调研农户１２００
户,发放问卷１２００份,回收１１５１份,满足本研究的有效样本为１１３３个,问卷有效率为９４．４４％.第

二套数据是问卷调查所涉及样本市的２０１３年每月降雨天数的数据,来源于天气网(www．tianqi．
com).该网站收录了从２０１１年起国内２５００个市(县)天气信息的历史数据.

２．模型设置和变量选择

在研究劳动力转移是否影响农地流转之前,先讨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无疑是有益的.
研究设置两个基本模型,其中,模型(１)用于分析农地流转是否会影响劳动力转移,模型(２)则用于分

析劳动力转移是否会影响农地流转.
migrationt＝δtransferi＋X′

iβ１＋μi (１)

transferi＝φmigrationi＋X′
iβ２＋μi (２)

式(１)和(２)中,migrationi 表示农户i劳动力转移,以非农就业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总量之比衡

量,transferi 表示农户i是否有农地流转,衡量指标为农户是否有农地转出,X′
i 是控制变量.参考

以往相关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１)到县城时间.到县城时间能够衡量农户的经济区位,可能影

响到农产品销售的价格进而影响到农地的流转情况,该变量也代表农户非农就业的迁移成本,可能影

响到农户劳动力转移.(２)种粮补贴发放方式.种粮补贴究竟发放给实际种粮的人还是给农地承包

经营权所有者,关系到农地流转后是否能够获得补贴,同时也关系到农业实际种植者的务农收益,与
非农转移机会成本相关,故给予控制.(３)承包地面积和农地租金.承包地面积衡量的是农户务农的

资源禀赋特征,而农地租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农地市场的发育情况,同时也是农地流转的收益和

成本,给予控制.此外,参考洪炜杰等[１３]、钱龙等[２０]、吴巍等[２１]的研究,进一步控制农户家庭特征.
所有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变量的基本情况 N＝１１３３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劳动力转移 非农就业劳动力/劳动力总数 ０．４３７ ０．３４８ ０ １
农地转出 是＝１;否＝０ ０．２０５ ０．４０４ ０ １
到县城时间 实际小时数 ０．８５１ ０．５６８ ０．０６０ ５
种粮补贴发放方式 发放给实际种植者:是＝１;否＝０ ０．３９０ ０．４８８ ０ １
承包地面积 实际亩数 ３．９２６ ５．８０４ ０ １５０
农地租金(取对数) 实际租金取对数 ３．９５０ ２．８００ ０ ８．９９０
劳动力总数 实际人数 ３．４１１ １．４７１ ０ ２０
妇女劳动力比例 妇女人数/劳动力总数 ０．４４０ ０．１７２ ０ １
家庭负担比 (１６岁以下人数＋７０岁以上人数)/家庭总人数 ０．２２０ ０．２１０ ０ １

家庭收入水平
１万及以下＝１;(１,３]万＝２;(３,５]万＝３;
(５,１０]万＝４;１０万以上＝５

２．７３５ １．１８７ １ ５

农业收入占比 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 ３２．４０２ ３２．５０３ ０ １００

　　三、农地转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

　　考虑到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农地流转会反过来促进劳动力转移,
所以这部分先分析农地流转是否会促进劳动力转移.

１．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被解释变量“劳动力转移比例”介于[０,１]区间,所以表２中的模型１采用双受限数据的 ToＧ
bit模型进行估计;考虑到 Tobit回归对于边际效应的计算较为复杂,而且劳动力转移比例本身不是

删失数据,所以采用 OLS的回归结果作为分析结果的参照.对于计量模型的这种处理方式,Angrist
等指出,OLS估计的系数和 Tobit模型求解的边际效应值差别很小,能被广泛采纳和认可[２２].表２
中 Tobit、OLS两个模型估计出来的系数作用方向和显著性都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 Angrist等的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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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模型２的结果显示,农地转出变量的系数为０．１８７,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对于没有转出

农地的农户而言,转出农户的劳动力转移比例高１８．７％.控制变量的系数值作用方向及其显著性基

本符合理论预期,且非本文讨论的重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讨论.然而,由于农地转出和劳动力转移之

间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仍不能根据目前的模型结果进行有效的因果推断.
表２　农地转出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劳动力转移

模型１(Tobit)
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２(OLS)
系数 标准误

农地转出 ０．３４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２４
到县城时间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１７
种粮补贴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５ Ｇ０．１１０∗∗∗ ０．０２０
承包地面积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租金(对数)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劳动力总数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７
妇女劳动力比例 －０．２８８∗∗∗ ０．０９９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６
家庭负担比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６
家庭收入水平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农业收入占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截距项 ０．３５８∗∗∗ ０．０８９ ０．４２２∗∗∗ ０．０５０
Prob＞chi２/F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N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３
PseudoR２ ０．１０８ ０．１７４

　注:∗∗∗ 、∗∗ 和∗ 表示变量在０．０１、０．０５和０．１的水平上显著,后表同.

　　２．工具变量选择与回归结果

(１)工具变量的选择.依据工具变量选取的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原则[２３],本文以农户数据调研

前一年即２０１３年各市每月的降雨天数作为农地流转的工具变量,其依据在于: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

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交织.从气象学的相关文献知,天气因素中降雨天数不仅会影响到农

作物的生长情况[２４Ｇ２５],而且由于多数农户都是露天作业,下雨的天数也会影响到农户务农的辛苦程度

及其劳动成本,进而影响到农户自我耕种还是转出农地的行为选择.但是相比较而言,劳动力转移行

为受天气情况影响的可能性小,而且所使用的是调研前一年的天气数据,对农户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

响程度更小.
表３　第一阶段的回归系数及F值

工具变量(降雨天数) 系数 标准误 F 值

１月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６．６５
２月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６．２９２
３月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６０４２
４月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１１．８３
５月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２８．２５
６月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１２．４７
７月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１６．３３
８月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１２．５０
９月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３．２５
１０月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２．５９
１１月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１７．１３
１２月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３３

２０１３年全年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１８．２６

为了找出降雨天数和农地流转关系最大的月份,参
考黄桂东等[２５]、赵桂涛等[２６]研究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

的做法,用各个月降雨天数对农地转出进行回归,同时

为了尽量避免弱工具变量(Weakinstruments)导致估

计系数有偏问题[２２],本文参照Stock等[２７]提出的观察

最小特征根方法进行判断;最小特征根等价于F 统计

值,该值越大,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的可能性越小.综

上,通过比较２０１３年各市每月降雨天数(工具变量)对
农地转出影响系数的显著性和F 统计量(见表３),确定

选择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数作为农地流转的工具变

量.实际上,５月正值立夏前后,此时夏收作物进入生

长后期,水稻栽插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也进入了大
忙季节,而有的作物已进入了如火如荼的采收期,太少的雨天不利于作物生产,而过多的雨天不仅导

致作物的湿害,还会引起多种病害的流行①.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下,露天作业仍然是主要的种植方

０４１

① 中国气象局http://www．cma．gov．cn/２０１１xzt/２０１７zt/２０１７_２４st/lx/jqns/２０１７０５/t２０１７０５０２_４０８８１６．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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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雨天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农户自我耕作的成本,所以五月份的降雨天气会影响农户是否转出农地.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我们以镇为单位,统计各镇的农地流转比例和劳动力

非农就业比例,绘制成图１.图１的左图展示的是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天数和２０１４农地流转比例

的关系,右图是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天数和２０１４年劳动力非农比例的关系.从图１可以看出,随着

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的增加,农地流转比例减少,两者负向相关.但是随着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数

的增加,２０１４年劳动力转移比例几乎保持不变.由此初步认定,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天数符合工具

变量选择的基本要求.

图１　五月份降雨天数与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农地流转散点图

　　(２)工具变量回归结果.采用２０１３年当地五月份降雨天数作为农地流转的工具变量,对农地转

出和劳动力转移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工具变量法的回归(见表４).
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看,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数变量的系数为－０．０２０,显著程度非常高,说明

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数会显著影响２０１４年农地的转出可能性.实际上,每年５月是农作物生长的

关键季节,所以５月的天气情况可能显著影响农户务农收入,影响到农地转出概率.第二阶段分别使

用２SLS和 GMM 两种估计方法进行估计[２８],结果表明,控制内生性后,农地转出并不显著影响劳动

力转移比例.这说明,农地转出并非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其原因可能在于:农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

资料,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而且具有失业保障等多重功能,而且土地被誉为农民的命根子,是人格化财

产[２],所以农民在实现稳定的非农就业之前,将农地流转出去的可能性较低.
表４　农地转出对劳动力转移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农地转出 第二阶段
劳动力转移比例

２SLS GMM ２SLS OLS
农地转出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４ ０．１９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６) (０．０２４)
五月份降雨天数 －０．０２０∗∗∗ 五月份降雨天数 ——— ——— ———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８) ——— ——— ——— (０．００３)

其他控制变量 YES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SheapartialR２ ０．０２５ WaldF 统计量 ２８．１６０ ２６．１４０ １４．０９０ ———

DWH 检验 ２．８９０∗ ——— ３．０４０∗ ———
GMMC检验 ——— ２．９００∗ ——— ———
过度识别检验 ——— ——— １．０５０ ———

N １１３３ N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３
R２ ０．０３８８ R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７ ０．１７６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后表同.

　　合适的工具变量模型必须通过一系列检验.DWH 检验和 GMMC检验显示农地转出是内生性

变量,有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必要.从WaldF 统计量看,两个模型的F 值都超过经验值１０,经验上可

以拒绝五月份降雨天数是一个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为了考察工具变量对于劳动力转移变量的外生

性,即保证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不会直接影响２０１４年的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第二阶段的第三列加

入全年降雨天数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不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原

假设,所以认为,五月份的降雨天数作为工具变量是外生的.谨慎起见,本文以劳动力转移比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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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将农地转出和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数纳入模型中分析,计量结果显示:五月份降雨天数

不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由此进一步验证该变量的外生性.综上,说明该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工具变

量法的结论可信度较高,即农地转出不直接影响劳动力转移.

　　四、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分析

　　前文农地流转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并不会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即劳动

力转移是农地转出的外生变量,可以直接利用Probit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１．基准回归结果

表５　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地转出(Probit)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劳动力转移比例 １．７４６∗∗∗ ０．２３５ ０．２６４∗∗∗ ０．０３３
其他控制变量 YES
N １１３３

　注:PseudoR２＝０．０６６１,Prob＞chi２＝０．０００;表７同.

表５是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影响的Probit模型

回归结果.劳动力转移变量的边际效应为０．２６４,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从统计意义上看,劳动力转移对于农地

转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从系数值的大小看,劳动力转

移比例增加１个百分点,仅使得农地转出的可能性增加

０．２６４个百分点,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劳动力转移

对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作用强度是相对有限的.这一结论对理解“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滞后于劳动

力非农就业市场”现象提供了经验证据.

２．稳健性分析:以打工代数为劳动力转移的工具变量

在验证农地转出不构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时,采用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数作为工具变量,可能

存在的问题是:天气情况可能并非是通过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导致工具变量并非严格外生.基于严

谨性考虑,本文做以下稳健性检验分析:(１)将农地转出和工具变量一起放到模型中分析,如果工具变

量变得不显著,说明工具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通过农地转出的途径发挥作用的.(２)从反向因

果角度,以家庭打工代数作为劳动力转移的工具变量,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和IVＧProbit模型分析

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进一步验证劳动力转移相对于农地转出是否是外生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打工代数的系数为０．１１２,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打工代数会显著促

进劳动力转移比例;在外生性检验中,将打工代数和劳动力转移比例一起放入农地转出方程,并利用

Probit进行回归发现,打工代数并不显著,而劳动力转移比例的显著性很高,说明打工代数仅通过劳

动力转移作用于农地转出.从作用逻辑和计量结果看,第一阶段模型的F 值为６４．１２３,表明经验上

打工代数不是弱工具变量,是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
从第二阶段的 OLS和IVＧProbit回归结果发现,劳动力转移比例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劳动力

转移会显著提高农地转出的可能性.然而２SLS的 DWH 检验和IVＧProbit的 Wald检验p 值分别

为０．８２８和０．９９０,显著性水平极低,没法拒绝原方程都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所以,可以认为劳动力

转移相对于农地转出是外生变量,没有使用工具变量的必要,表４和表５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实际

上,比较表５计量结果的劳动力转移变量的边际效应(０．２６４)和表６中OLS估计的边际效应(０．２６５),
发现两个系数值非常接近,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６　工具变量的计量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劳动力转移比例
(OLS)

第二阶段

农地转出
(２SLS)

农地转出
(IVＧProbit)

外生性检验
农地转出
(Probit)

劳动力转移比例 ——— ０．２６５∗(０．１４８) １．１１５∗∗(０．５５０) ０．９７５∗∗∗(０．１３６)
打工代数 ０．１１２∗∗∗(０．０１３３) ——— ——— ０．０１５６(０．０６３)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SheapartialR２ ０．０５７ ——— ——— ———
F ６４．１２３ ——— ——— ———
PＧvalueofDWHtest ——— ０．８２８ ——— ———
PＧvalueofWaldtest ——— ——— ０．９９０ ———
N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３
R２ ０．１７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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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进一步实证检验

　　１．劳动力转移工具变量选择问题
表７　关于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工具变量讨论

变量
农地转出

系数 标准误

非农就业转移 ０．８６６∗∗∗ ０．１４２
IV 非农就业转移 ０．５１４∗∗ ０．２３８
其他控制变量 YES
N １１２５

本文未直接使用同镇除本村外劳动力转移比例(简
称IV劳动力转移)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现阶段

将农地流转地域范围限制在本村内的规定是不存在的,
现实中农地跨村流转越来越普遍[１９].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村的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影响到本村的农地流转,即

Ⅳ劳动力转移会直接影响农地转出,因此不符合工具变

量的外生性质.为了证明该作用逻辑是否存在,我们把劳动力转移和IV 劳动力转移以及其他控制

变量一并放入模型中,利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７.从表７可知,IV劳动力转移变量的系

数在５％水平上显著,即它会直接影响到农地转出行为.这说明同镇其他村的非农就业行为会影响

到本村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该变量不是合适的工具变量.

２．第一阶段模型设置

考虑到２０１３年五月份降雨天数作为工具变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可能不是线性的,即降雨天数

和农地流转之间可能存在 U型关系或者倒 U型关系,那么前文表４的第一阶段模型设置可能是不恰

当的.所以,本文使用五月份降雨天数、五月份降雨天数的平方两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

如果改变第一阶段方程形式,是否会影响已有的结论.表８的回归结果显示,第一阶段模型中降雨天

数及其平方两个变量的系数均显著,并且在第二阶段模型中通过了各种检验,所以五月份降雨天数和

五月份降雨天数的平方是合适的工具变量.从第二阶段模型的结果看,农地转出并不会显著影响劳

动力转移.这和表４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表８　已有计量结论的稳健性讨论 N＝１１３３

第一阶段 农地转出 第二阶段
非农就业比例

２SLS GMM OLS

五月份降雨天数 －０．１２９∗∗∗
农地转出

－．０３０ －０．０３３ ０．１９４∗∗∗

(０．０４１)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４)

降雨天数平方 ０．００３∗∗∗ 五月份降雨天数 ——— ——— ０．０２２(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 降雨天数平方 ———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其他控制变量 YES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SheapartialR２ ０．０３１ WaldF 统计量 １７．９０２ １３．７６０ ———

DWH 检验 ２．９４０∗ ——— ———
GMMC 检验 ——— ３．０１０∗ ———
过度识别检验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０ ———

R２ ０．０４５ R２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６

　　３．更换农地转出变量的回归结果

农地是否转出可能不能全面测度农户转出行为,本文进一步考虑利用农地转出比例衡量农户农

地转出行为.结果如表９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五月份降雨天数和农地转出比例显著负相关,
而打工代数和劳动力转移比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农地转出比例的增加并不会显著

表９　替换农地流转变量的回归结果 N＝１１３３

第一阶段 农地转出比例 第二阶段 劳动力转移比例

五月份降雨天数 －０．００８∗∗∗(０．００２) 农地转出比例 －０．１６２(０．３８３)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WaldF 统计量 １３．５７７

——— ——— DWH 检验 ２．８８∗

——— ——— R２ ０．０２３５
第一阶段 劳动力转移比例 第二阶段 农地转出比例
打工代数 ０．１１１∗∗∗(０．１３９) 劳动力转移比例 ０．２１６∗∗(０．０９０)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WaldF 统计量 ６３．１９４
——— ——— DWH 检验 ０．９３４
——— ——— R２ 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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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而劳动力非农转移会显著促进农地转出比例的增加.计量结果和前文是基本

一致的.

　　六、结论与讨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地流转直接关系到转型期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及其城乡协调发展格

局.但已有研究对于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而且在计量处理上对内

生性问题也未给予足够关注并得到有效解决.本文力图寻找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工具变

量,从互为因果的两个方向全面验证分析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之间关系,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

性.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１)农地流转并不构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即农地转出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转移,但劳动力

转移是农地流转的原因.这一结论支持了“农地流转市场并非完全的要素市场,农地对于农民不仅是

就业保障,而且具有生存保障等多重功能”的观点.正是由于农地对于农民的多重功能性,导致农户

很少在农地转出之后再寻找非农就业转移机会,而是在实现非农就业转移之后才选择转出农地.
(２)从统计意义上看,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行为在１％水平上是正向显著的,但从经济学意义

层面看,“人动”驱动“地动”的作用强度有限;因为劳动力转移比例提高１％,仅促使农地转出的可能

性提高０．２６４％.这一计量结果对理解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滞后于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的现象提供经

验证据.
由此得出政策启示:(１)关注降水、气温等气候变化因素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影响.以往关于农地

流转市场发育的研究要么关注农业补贴、农地确权等的政策层面的影响,要么关注非农就业等市场因

素层面的影响,但缺少从自然气候因素,如降水情况、温度变化的角度的分析.由于我国目前农业生

产尤其是大田作物主要以露天耕种为主,仍保持着较为传统的耕作模式.这意味着气候变化不仅会

影响到农作物的生产情况,同时也会影响农户务农的“痛苦”程度及其劳动成本,进而影响到农地流转

市场的发育.从这一角度看,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气候变化成本驱动的农地要素市场发育及其影响

机制.(２)在稳定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寻找激励农地流转的其他相关政策工具.在缺少非农

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农地往往是农户生存的经济来源,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农户经济来源多样性,
有利于降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从而诱导农地市场发育.这意味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有赖于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然而,本文研究也发现,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地流转尽管存在显著的

促进作用,但是系数相对较小.所以,我国仅立足于非农就业转移促进农地流转来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是不够的,需匹配其他相关的政策制度一并形成合力发挥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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